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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以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民营上市企业为样本，从后天教育、政府支持和海外

经历三个视角考察了 ＣＥＯ 贫困出身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后天经历影

响下，先天贫困出身的 ＣＥＯ 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呈现显著差异，具体而言：（１）先天贫困出身

的 ＣＥＯ 如果后天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反之，则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
（２）后天政府支持有助于贫困出身 ＣＥＯ 获得更多创新资源优势，进而显著促进企业创新；
（３）后天海外经历限制了贫困出身 ＣＥＯ 对产品创新的投入，进一步研究发现，这是由于中国

ＣＥＯ 海外经历的价值在于将有限的企业资源集中于拓展海外市场，而非通过丰富人力资本

来促进企业创新。 上述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影响后依然稳健。 结论表明，贫困出身虽然影响

了 ＣＥＯ 个性塑造，但后天努力与人生际遇会改变先天贫困出身对 ＣＥＯ 个性特征的作用，也
说明当前的教育扶贫政策对贫困出身群体后天的个性塑造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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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改革开放带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为社会财富创造敞开大门的同时，也为

贫困阶层脱离贫困打开了一扇窗，实现了贫困群体向富裕群体的有效流动，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了

丰裕的人力资本。 这一现象在微观企业中的重要体现是，一些贫困出身的寒门子弟走上了上市企

业总经理（ＣＥＯ）的位置。 根据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塑造个体性格，并影响其

决策风格（Ｄｉｔｔｍａｒ 和 Ｄｕｃｈｉｎ，２０１６［１］；Ｓｃｈｏａｒ 和 Ｚｕｏ，２０１７［２］）。 那么，对于企业经营而言，贫困出身

的 ＣＥＯ 会展现何种不同的经营风格呢？
中国社会对个人出身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人穷志短”，即贫困带来的穷人思维可能导致

个体过于关注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 从企业经济理论而言，管理者的穷人思维会使其忽视关

乎企业长远利益的投资，即忽视企业研发。 另一种观点是“穷则思变”，即相比其他人，经历过贫穷

的人，更害怕重蹈覆辙，更懂得珍惜当前的机会，从而倾向于开拓创新，即更重视企业研发。 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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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ＣＥＯ 贫困出身对企业研发的作用，存在一正一反的竞争性假设，说明实证检验该问题的必要

性。 同时，心理学的研究强调，人的性格是以先天因素为基础，通过后天环境的不断影响逐渐形成

（成子娟和侯杰泰，２００２［３］；渠长根，１９９９［４］ ）。 也就是说，ＣＥＯ 的人格特征除了受到先天条件的影

响，还会受到后天环境的较大影响。 因此，本文除了考察 ＣＥＯ 先天的出身条件如何影响企业研发

之外，更多侧重考察后天环境如何影响出身环境对企业研发的作用。
后天环境包括很多因素，但结合企业研发来看，本文认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国际化是影响

先天出身环境对 ＣＥＯ 研发决策作用的关键后天要素。 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创新依赖人力资本的

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又主要依靠教育（Ｂａｒｒｏ 和 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０４） ［５］。 后天教育通过提高 ＣＥＯ 的

学习能力、认知能力和信息整合能力来重塑思维、提升人力资本，进而影响早期贫困环境对 ＣＥＯ 创

新意识的作用。 第二，企业创新需要丰富的资金资源和政策资源。 中国政府目前在市场资源配置，
例如银行贷款和上市融资的资源配置，产业政策的制定等方面依旧扮演着重要角色，政企关系则是

弥补中国特色制度约束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替代性机制（余明桂和潘红波，２００８［６］；Ａｌｌｅｎ 等，２００５［７］ ），
对企业获取上述资源尤其重要。 可见，政企关系是企业创新的关键社会资本。 先天出身环境影响

ＣＥＯ 创新决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出身环境所代表的社会资本会极大影响一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
若后天能够通过政治关系获得更多政府支持，应当能够影响 ＣＥＯ 先天出身环境在企业研发中的作

用。 第三，企业创新需要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经验。 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４０ 多年的

制度基础，这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学习海外先进技术和经验（金碚，２００４） ［８］。 海外经历往往被认为

是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标志，ＣＥＯ 的眼界和思维在受到海外求学或工作等经历的冲击后，早期

出身环境带来的对企业创新的认知或许会改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 ＣＥＯ 的教育经历、政府支持

和海外经历三个角度，考察后天环境如何影响 ＣＥＯ 出身环境对企业研发的作用。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１）丰富了高管早期生活经历如何影响企业经营决策的研究。 以往研

究主要考察了 ＣＥＯ 童年的经济萧条经历（Ｍａｌｍｅｎｄｉｅｒ 和 Ｎａｇｅｌ，２０１１） ［９］、灾难经历（Ｂｅｒｎｉｌｅ 等，
２０１７） ［１０］等早期经历如何影响企业行为，本文则基于与生俱来的贫困出身视角为有关高管早期经

历与企业经营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证据。 （２）拓展了高管个人经历如何影响企业行为的研究。 区

别于以往文献侧重于早期经历（Ｍａｌｍｅｎｄｉｅｒ 和 Ｎａｇｅｌ，２０１１［９］；沈维涛和幸晓雨，２０１４［１１］；马永强和

邱煜，２０１９［１２］）或后天经历（Ｂｅｎｍｅｌｅｃｈ 和 Ｆｒｙｄｍａｎ，２０１５［１３］；徐莉萍等，２０１５［１４］）视角来考察企业经

营决策，本文不仅探索了 ＣＥＯ 的贫困出身如何通过影响其早期性格塑造进而影响企业决策，更进

一步探讨了这种早期经历对企业决策的影响是否经由后天经历影响而有所不同，弥补了以往研究

的不足，同时也有助于拓展管理学与社会学学科结合的相关研究。 （３）丰富和发展了企业创新影

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本文发现，出身贫困并不一定意味着 ＣＥＯ 局限于穷人思维，后天教育与人生

际遇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其人格塑造、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的积累，从而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作

用。 这一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方面的研究，并且对于削减当前社会对贫困出身群体的固

有思维，以及为十九大以教育扶贫作为精准扶贫治本之策的政策导向提供了一定经验证据。

二、 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自 １９８４ 年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 等提出“高层梯队理论”以来，大量文献开始考察管理者特征如何通过影

响风险偏好和心理认知作用于企业行为。 这些文献首先考察了管理者性别、年龄等先天无法改变

的特征与企业行为的关系，然后考察了管理者教育背景、过去经历和个人爱好等取决于自身后天选

择和努力的特征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因此，本文根据现有文献的发展脉络，进行文献回顾及评述；
然后，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就 ＣＥＯ 贫困出身对公司创新的作用推演出“人穷志短”和“穷则

变通”的两个竞争性假设，并从后天教育、政府支持和海外经历等角度对 ＣＥＯ 贫困出身在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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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角色展开分析。
１． 文献回顾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 和 Ｍａｓｏｎ（１９８４） ［１５］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认为，管理者是有限理性的，在做决策时

往往受到性格偏好、过去经历及其他认知局限的影响。 具体而言，管理者的年龄、性别、任期、学历、
职业经历等个人特征会通过影响其风险偏好、思维方式等心理认知来影响企业行为。 自此，管理者

特征如何影响企业行为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
Ｈｕａｎｇ 和 Ｋｉｓｇｅｎ（２０１３） ［１６］等从管理者性别角度研究发现，相比女性 ＣＥＯ，男性 ＣＥＯ 往往表现

出更强烈的过度自信，因而更偏好债务融资和并购活动。 Ｃａｒｔｅｒ 等（２０１７） ［１７］ 研究表明，相比男性

高管，女性高管更厌恶风险，从而更倾向选择高占比的固定薪酬搭配低比例的股权报酬的薪酬激励

方案。 Ｐｒｅｎｄｅｒｇａｓｔ 和 Ｓｔｏｌｅ（１９９６） ［１８］、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和 Ｓｃｈｏａｒ（２００３） ［１９］ 指出，年轻的 ＣＥＯ 初入职场，迫
切需要积累声誉资本来得到市场认可，所以比年老的 ＣＥＯ 更有动机通过激进的投资决策来展现才

华。 Ｓｅｒｆｌｉｎｇ（２０１４） ［２０］、Ｙｉｍ（２０１３） ［２１］从上述声誉资本积累视角，考察了 ＣＥＯ 年龄对企业投资行为

的影响，研究发现，ＣＥＯ 年龄越小，企业发生并购的可能性越大，研发投入也越多。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仅从外在属性归类管理者特征有失偏颇，管理者内在

个性特征对企业决策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Ｇｏｅｌ 和 Ｔｈａｋｏｒ，２００８） ［２２］。 心理学和生理学研究表明，
ＣＥＯ 的个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内生于其过去的经历（Ｃｒｏｎｑｖｉｓｔ 和 Ｙｕ，２０１７） ［２３］。 于是，学者们要么

从早期经历视角，要么基于后天经历对 ＣＥＯ 个性特征如何影响企业行为展开了广泛探讨。 其一，
早期经历方面，Ｍａｌｍｅｎｄｉｅｒ 和 Ｎａｇｅｌ（２０１１） ［９］研究表明，成长于大萧条时期的 ＣＥＯ 行为决策更加稳

健，偏好规避风险较高的债务融资行为。 Ｂｅｒｎｉｌｅ 等（２０１７） ［１０］却发现，早期逆境经历对 ＣＥＯ 性格特

征的影响可能随遭受损失的程度而不同，具体而言，早年在严重自然灾害中遭受过严重损失的

ＣＥＯ 投资决策更为谨慎，反之则更加激进。 许年行和李哲（２０１６） ［２４］研究发现，童年有过贫困经历

的 ＣＥＯ 所在企业的慈善捐赠更多。 其二，后天经历方面，Ｍａｌｍｅｎｄｉｅｒ 等（２０１１） ［２５］ 指出，部队经历

使 ＣＥＯ 更加冒进，容易导致企业过度债务融资。 Ｂｅｎｍｅｌｅｃｈ 和 Ｆｒｙｄｍａｎ（２０１５） ［１３］ 却持相反观点，
发现有过部队经历 ＣＥＯ 选择了更保守的财务策略，研发投入更少。 赖黎等（２０１６） ［２６］ 则以中国特

殊的制度背景出发，发现军队背景 ＣＥＯ 更为偏好风险，支持了 Ｍａｌｍｅｎｄｉｅｒ 等（２０１１） ［２５］的观点。 关

于 ＣＥＯ 教育经历如何影响企业行为的研究，Ｗｉｅｒｓｅｍａ 和 Ｂａｎｔｅｌ（１９９２） ［２７］发现，高学历的 ＣＥＯ 更可

能实施战略变革。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和 Ｓｃｈｏａｒ（２００３） ［１９］进一步从 ＣＥＯ 受教育的专业背景出发，认为接受过

经管类教育的 ＣＥＯ 对自身能力表现出过度自信，投资决策更激进。 而 Ｍａｌｍｅｎｄｉｅｒ 和 Ｔａｔｅ
（２００５） ［２８］研究表明，相比工科学历或工科类工作经历的 ＣＥＯ，金融类学历或金融类工作经历的

ＣＥＯ 投资 －现金流敏感性更低，投资决策更加谨慎。 类似地，周楷唐等（２０１７） ［２９］基于工作经历视

角研究发现，学术经历使高管更加审慎、保守和自律，因而会通过缓解企业信息风险和代理风险来

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姜付秀等（２０１６ａ［３０］；２０１６ｂ［３１］）指出，财务经历使高管具备了丰富的财务

素养，因此所在企业盈余信息质量更高，融资约束水平更低。 此外，业余爱好也是一个人性格特征

的一种表现方式。 Ｓｕｎｄｅｒ 等（２０１７） ［３２］ 研究发现，爱好开飞机的 ＣＥＯ 对充满风险的新奇体验带有

与生俱来的渴望，他们渴求从冒险中获得刺激，风险容忍度更高，因此有飞行爱好的 ＣＥＯ 对具有高

风险特性的创新会投入更多，并且他们思维更开阔，更富有创造性，所以创新效率也更高。
既然 ＣＥＯ 的人生经历通过影响其风险态度、思维认知来影响企业行为，而创新既是企业提高

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又是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那么研究 ＣＥＯ 贫困出身如何影响企

业创新，以及后天经历在贫困出身 ＣＥＯ 创新决策中的角色，无论对于揭开 ＣＥＯ 贫困出身影响企业

行为的黑箱，还是对于国家利用创新驱动因素推动经济转型来说都意义重大。 现有经济学的文献

主要从国家文化如宗教信仰（Ａｄｈｉｋａｒｉ 和 Ａｇｒａｗａｌ，２０１６） ［３３］、制度环境（Ｆａｎｇ 等，２０１７） ［３４］、金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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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发展程度（Ｈｓｕ 等，２０１４） ［３５］和投资者性格特征（Ｔｉａｎ 和 Ｗａｎｇ，２０１４） ［３６］、企业治理（Ｂａｌｓｍｅｉｅｒ 等，
２０１７） ［３７］等视角探讨了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而如上所述，管理学的文献则更多侧重从人的行为对

ＣＥＯ 个人特征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进行了科学解释。 但是，这些文献尚未考察 ＣＥＯ 的贫困出身如何

通过影响其性格塑造而影响企业创新，更未深入探讨这种早期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否由于不

同类型的后天经历而有所不同。
２． 理论分析与假设推演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强调，童年的苦难经历会隐藏在潜意识深处，并持久地作用于个人的

思想和行为模式（Ｆｒｅｕｄ，１９２０） ［３８］。 贫困的出身表明个体童年成长于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短缺的

环境中（Ｗｕ 和 Ｔｒｅｉｍａｎ，２００４） ［３９］，由此产生的苦难回忆会长久存在于不为人所察觉的潜意识层

面，从而深刻影响着一个人成年后的性格特征。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高管的性格特征会不同程度地

影响企业经营决策，从而影响企业研发创新。 理论上，ＣＥＯ 的贫困出身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可

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先天贫困出身限制了 ＣＥＯ 早期自身人力资本积累，而高管卓越的

人力资本恰恰是企业创新的必要先决条件。 贫困出身的孩子往往营养摄入不足，由此产生的饥饿

感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弱，不利于其早期认知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Ｇｒｅｅｎｈａｌｇｈ 等，
２００７） ［４０］。 其二，先天贫困出身使 ＣＥＯ 童年时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存在缺位，不愿轻易打破常规

的观念使其更倾向回避以突破常规为精神内核的创新活动。 Ｌａｒｅａｕ（２００２） ［４１］ 研究发现，贫困家庭

容易忽视对孩子独立思维的培养，并且常以指令非循循善诱的方式要求孩子被动服从，导致贫困出

身的人缺乏创造性思维。 其三，先天贫困出身导致 ＣＥＯ 风险容忍度较低。 在贫困境遇下成长起来

的 ＣＥＯ 出于对逆境的一种适应性反应，容易对外界环境变化表现出过度的敏感和强烈的不安全

感，放大风险事件的不利影响，最终使其做出规避风险的决策（Ｅｌｄｅｒ，１９９８［４２］；Ｄｅｎｒｅｌｌ 和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１［４３］；Ｄｉｔｔｍａｒ 和 Ｄｕｃｈｉｎ，２０１６［１］ ）。 企业创新具有极高的风险性，它要求领导者具有相当独立的

人格和超群的人力资本，以突破常规的战略思维，去尝试风险极高的投入。 虽然贫困出身的人当上

企业 ＣＥＯ 已经历了较长时间，但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结果已证实，童年时期的逆境经历会对个体

的性格塑造产生难以消除的永久印记（Ｄｉｔｚｅｎ 等，２００８［４４］；Ｍｅｈｔａ 等，２０１３［４５］ ）。 也就是说，贫困出

身的 ＣＥＯ 在年少形成的人力资本不足、不敢突破常规的服从个性和不敢冒险的行为特征这类不利

于创新的负面因素会在其管理的企业创新中产生阻碍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人穷志短”假说：
Ｈ１ａ：贫困出身抑制了 ＣＥＯ 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投入。
苦难也是一笔财富，先天贫困出身可能通过练就 ＣＥＯ 集思广益、百折不挠追求成功、寻求突破

的强烈意志，来促进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投入。 根据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 等（２０１４） ［４６］ 的理论，贫困出身的人长

期与贫穷抗争，促使他们比那些非贫困出身的人具有更强的承受逆境和面对失败的能力，练就了他

们更加坚韧不拔地克服逆境的性格特点。 为了改变贫困的社会出身，他们将贫困的家境作为自己奋

斗的动力，追求成功的欲望更强烈（康育文和陈青萍，２００６［４７］；林少惠和陈俊，２０１１［４８］），也更清楚只有

突破和创新才能帮助他们走向成功。 再者，古人常云“谋贵众”，创新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对于管理者

能否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凝聚团队智慧、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创造价值有更高的要求。 而贫困出身的

人比非贫困出身的人移情准确性更高，更善于理解他人的思想、情感和意图（Ｋｒａｕｓ 等，２０１０） ［４９］。 这

有利于贫困出身 ＣＥＯ 集思广益和接受新事物，促进企业创新。 因此，本文提出“穷则思变”假设：
Ｈ１ｂ：贫困出身促进了 ＣＥＯ 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投入。
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个性的形成除了受到先天环境的作用，还会受到后天因素较大影响

（成子娟和侯杰泰，２００２［３］；渠长根，１９９９［４］）。 这暗示着，先天的贫困环境虽然会对 ＣＥＯ 的人格特

征产生深远影响，但后天的教育和人生际遇却可能调整甚至改变先天条件对 ＣＥＯ 的桎梏，最终影

响企业研发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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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天教育通过传授知识技能、开阔眼界、培养自信品质来重塑思维认知（莫雷，２００５） ［５０］，增强

人力资本（多米尼克，２０１７［５１］；张兆国等，２０１３［５２］ ），这有助于抵消早期贫困出身对 ＣＥＯ 个人志向

和性格特征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减弱 ＣＥＯ 贫困出身对企业研发创新的负面作用。 具体而言，后
天教育在其中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影响：其一，贫困出身的 ＣＥＯ 对创新风险容忍度低，缺乏创新意

识，源自于缺乏对创新价值的足够了解和重视。 教育通过传授知识和技能来增长个人见识（莫雷，
２００５） ［５０］，能弥补 ＣＥＯ 贫困出身带来的过于关注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的思维对企业研发创新

的负面作用。 其二，教育帮助个人正确认识自我价值，明确自身优势，提高个人自信 （莫雷，
２００５） ［５０］，同时也为个人建立广泛的社交网络，获取更多社会资源来进行研发创新投入提供了良好

平台，有助于使贫困出身 ＣＥＯ 在变得敢于承担创新风险的同时，有能力承担创新失败的后果。 其

三，根据人力资本吸收效应理论，人力资本越丰裕，吸收新技术、新思想的能力就越强（Ｎｅｌｓｏｎ 和

Ｐｈｅｌｐｓ，１９６６） ［５３］。 在此良性循环下，教育积累的人力资本又会通过提升贫困出身 ＣＥＯ 学习、积累

和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来进一步培养志向、优化人格，进而削弱早期贫困出身对 ＣＥＯ 创新决策的

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后天教育对贫困出身 ＣＥＯ 的个人志向和性格特征都存在较大影响，尤其是

高等教育更有助于培养贫困出身 ＣＥＯ 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 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７０［５４］；Ｋｉｍｂｅｒｌｙ 和

Ｅｖａｎｉｓｋｏ，１９８１［５５］）。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后天教育经历促进了贫困出身 ＣＥＯ 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投入。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政府仍掌握着影响企业生存发展各类资源的配置和

调控权（周黎安，２００８） ［５６］。 贫困出身的 ＣＥＯ 受穷人思维局限，过于短视而忽视长期投资，害怕承

担风险，从而抑制了企业研发创新的投入，归根结底是缺乏资金和政策支持。 若后天能与政府建立

联系，应该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贫困出身对 ＣＥＯ 创新决策的作用。 一方面，企业研发创新不仅要

耗费大量资金，还要整合技术、市场、政策等各方面要素资源，充满不确定性。 政治关系则能帮助贫

困出身 ＣＥＯ 获得更多创新资源，例如信贷优惠、政府补贴、技术支持等（余明桂和潘红波，２００８［６］；
余明桂等，２０１０［５７］），有助于提高贫困出身 ＣＥＯ 的创新风险容忍度，削弱早期贫困出身为 ＣＥＯ 带

来的对企业因投入大量研发资金而陷入财务困境，又或者因难以突破核心技术而被迫终止研发创

新的过度担忧。 另一方面，现阶段，中国仍存在正式制度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缺位等问题，企业面

临着创新技术和成果被迅速模仿，创新回报遭大幅稀释，甚至亏损的风险（Ｂｅｅｒ 和 Ｆｕ，２０１３） ［５８］。
后天政治联系作为替代正式制度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能够使企业获得政治合法性（何轩等，
２０１４） ［５９］，为贫困出身 ＣＥＯ 的创新决策提供有力法制保障，减少不必要的侵权申诉审批流程，及时

查处违规者的侵权行为，减少企业侵权损失，这有助于增强贫困出身 ＣＥＯ 的创新信心，提高创新风

险容忍度。 总之，当贫困出身 ＣＥＯ 获得政府支持后，其坚强的意志和追求成功的强烈愿望，将能使

贫困出身的 ＣＥＯ 更加大胆地创新。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后天政府支持促进了贫困出身 ＣＥＯ 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投入。
ＣＥＯ 后天的海外经历，包括海外工作、海外学习和海外生活的经历等同样可能对 ＣＥＯ 贫困出

身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造成影响。 技术进步和国际化都是海外经历带来的重要收获（李虹和邹

庆，２０１８［６０］；周泽将等，２０１７［６１］）。 然而，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和拓展海外市场都需要资源投入，在资

源有限的情况下，拓展海外市场就意味着用于研发的资源投入会减少。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而言，海外发达国家的经历，通常被认为是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标志。 大

量研究表明，ＣＥＯ 的海外经历有助于培养国际性视野和先进理念，丰富人力资本（Ｇｉａｎｎｅｔｔｉ 等，
２０１５［６２］；刘青等，２０１３［６３］）。 因此理论上，海外经历带来的新思想、新技术能重塑贫困出身 ＣＥＯ 的

创新思维、提高人力资本，使其更具国际性视野和全球化思维，从而更加重视通过研发创新走出一

条新的道路；从开拓市场的角度而言，一方面，海外经历开阔了贫困出身 ＣＥＯ 的视野，令其见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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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庞大的市场份额，并且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贫困出身的 ＣＥＯ 会更加敏锐地洞察到，在当

前经济形势下企业“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不失为企业的另一条出路。 正如尹俊等（２０１３） ［６４］ 研究

发现，海外经历会增强管理者对于企业的国际化倾向。 另一方面，海外经历有助于缓解贫困出身

ＣＥＯ 对海外市场开拓风险的顾虑。 后天海外经历能够为管理者提供直接接触国外市场文化和运

营实践的机会，使其能更好地把握国际市场的需求，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企业国际化运营的风险

（Ｓａｍｂｈａｒｙａ，１９９６［６５］；刘柏和梁超，２０１７［６６］），这对于风险容忍度较低的贫困出身 ＣＥＯ 来说，或许能

够激发 ＣＥＯ 先天贫困出身造就的强烈成就动机，也即致力于拓展海外市场，将有限的企业资源更

多集中于海外扩张，以致挤占了企业研发创新资源。
从上述两个不同视角可以看出，在企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海外经历将如何影响企业资源配

置，也即后天海外经历如何影响贫困出身 ＣＥＯ 的创新决策，是一个有待实证的问题。 基于此，本文

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Ｈ４ａ：后天海外经历促进了贫困出身 ＣＥＯ 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投入。
Ｈ４ｂ：后天海外经历会激发贫困出身 ＣＥＯ 的海外扩张动机，促使其将有限的企业资源更多集中

于拓展海外市场，从而挤占了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投入。

三、 研究设计

１．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使本文的实证结论更为可靠，本文将总体样本和倾向得分匹配（ＰＳＭ）配对样本分别进行多

元回归分析。 具体而言，一方面，本文选取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民营上市企业作为样本，剔除金融行业上

市企业以及数据缺失的观测值，共获得 ４６９６ 个有效观测值。 本文通过手工收集和整理 ＣＥＯ 的出

生地信息和媒体报道来定义 ＣＥＯ 的贫困出身，其余数据分别来自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和 Ｗｉｎｄ 数据库。
相关连续变量在首尾 １％分位进行了极端值处理。

另一方面，为保证处理组和控制组具有充分的可行性，本文在总体样本的基础上，运用倾向得

分匹配（ＰＳＭ）方法对备选控制组和处理组进行一对一的最近邻匹配，最终得到与处理组相匹配的

控制组样本。 具体地，本文首先以 ＣＥＯ 是否成长于贫困环境为标准，将总体样本分为两类：一类是

处理组，即聘用了贫困出身 ＣＥＯ 的企业；另一类是备选控制组，即聘用了非贫困出身 ＣＥＯ 的企业。
其次，设定企业规模（Ａｓｓｅｔｓ）、财务杠杆（Ｌｅｖ）、董事会规模（Ｂｏａｒｄ）、股权集中度（Ｔｏｐ１）、资产收益率

（Ｒｏａ）、自由现金流（Ｗｃｆｏ）、董事会独立性（ Ｉｎｄｂｏａｒｄ）为 ＰＳＭ 向量组合。 然后，本文用上述企业特

征变量估计倾向分值并运用最邻近方法进行 １ ∶ １ 的样本匹配，在剔除部分无法成功匹配的样本

后，最终得到 ３１８ 个 ＰＳＭ 配对样本有效观测值。 匹配结果的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①，匹配后大部分

变量的标准偏差小于 １０％ ，相比匹配前有所降低，并且大部分变量的 ｔ 检验结果也显示匹配后处理

组和控制组的控制变量已无系统性差异，说明本文的 ＰＳＭ 匹配结果通过了平衡性检验。
２． 变量选取和度量

（１）企业创新。 本文分别从研发投入与产出两个角度衡量企业创新。 具体而言，本文采用研

发支出占总资产的比重（ＲＤｅｘｐ）来衡量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采用最能代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

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加 １ 的自然对数（Ｐａｔｅｎｔ）来衡量企业创新产出。 其中，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数

据来自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
（２）ＣＥＯ 的贫困出身（Ｄｕｍｐｏｏｒ）。 本研究将出生于贫困地区或贫困家庭的 ＣＥＯ 界定为贫困出

身 ＣＥＯ。 在已有文献基础上（许年行和李哲，２０１６） ［２４］，贫困地区的判定以国务院扶贫办披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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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 年、２００１ 年、２０１２ 年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名单和 ２０１２ 年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分县名单为

标准（以下简称“国家贫困县”）。 为尽可能地补全 ＣＥＯ 的出生地信息，本文在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的基

础上，通过百度搜索引擎、企业官网、新浪人物等网站，手工检索 ＣＥＯ 的出生地信息。 若 ＣＥＯ 出生

于国家贫困县，则定义该 ＣＥＯ 为贫困出身。 同时，本文还通过网络查阅 ＣＥＯ 的媒体报道，如果

ＣＥＯ 在报道中自述出身贫困家庭，则定义该 ＣＥＯ 为贫困出身。 针对上述两种贫困出身的 ＣＥＯ，本
文将 Ｄｕｍｐｏｏｒ 取 １，否则取 ０。

（３）调节变量。 首先，后天教育经历的衡量。 ＣＥＯ 教育经历数据来自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和企业的财

务年报。 本文在 ＣＳＭＡＲ 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手工翻阅企业财务年报，补充 ＣＥＯ 教育经历的数据，若
ＣＥＯ 受过高等教育即本科及以上学历，则 Ｄｕｍｅｄｕ 取 １，否则取 ０。 其次，后天政府支持的衡量。 参考

罗党论和唐清泉（２００９） ［６７］的衡量方式，本文手工找出民营上市企业 ＣＥＯ、终极控制人以及董事会各

位董事的资料，然后根据个人资料查找其是否曾任或现任政府公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若是则

Ｐｏｌｉｔｉｃ 取 １，否则取 ０。 最后，后天海外经历的衡量。 本文通过手工整理 ＣＥＯ 的个人资料，以 ＣＥＯ 是

否有过海外工作、海外学习或海外长期生活的经历来衡量。 参考代昀昊和孔东民（２０１７） ［６８］ 的衡

量，本文通过 ＣＥＯ 的个人资料查找其是否有海外工作或海外学习的经历。 考虑到获得外国国籍或

维持永久境外居留权的前提条件之一是 ＣＥＯ 必须在境外居住生活较长时间①。 因此，本文还通过

手工查找 ＣＥＯ 是否拥有外国国籍或者永久境外居留权来判断其海外长期生活经历。 综上，若 ＣＥＯ
曾经在海外工作或学习，或者拥有外国国籍抑或境外永久居留权，则 Ｏｖｅｒｓｅａ 取 １，否则取 ０。

（４ ） 其他控制变量。 借鉴何瑛和张大伟 （ ２０１５ ） ［６９］、李玲和陶厚永 （ ２０１３ ） ［７０］、 Ｓｅｒｆｌｉｎｇ
（２０１４） ［２０］、潘越等（２０１５） ［７１］ 的做法，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ＣＥＯ 任期（Ｔｅｎｕｅｒ）、ＣＥＯ 年龄

（Ａｇｅ）、股权激励（Ｈｏｌｄｒａｔｅ、Ｏｐｔｉｏｎ）、股权集中度（Ｔｏｐ１）、董事会特征（ Ｉｎｄｂｏａｒｄ、Ｂｏａｒｄ）、自由现金流

（Ｗｃｆｏ）、企业所得税税率（Ｔａｘ）、企业规模（Ａｓｓｅｔｓ）、财务杠杆（Ｌｅｖ）、资产收益率（Ｒｏａ）。 此外，还加

入年度、行业、省份固定效应。 变量定义和度量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变量定义

变量 变量含义与度量方法

因变量

ＲＤｅｘｐ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等于研发支出占总资产的比重

Ｐａｔｅｎｔ 企业自主创新产出，等于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加 １ 的自然对数

ＳｅａＳａｌｅ 企业海外销售，等于海外销售收入占总资产的比重

自变量

Ｄｕｍｐｏｏｒ ＣＥＯ 的贫困出身，若 ＣＥＯ 出身于国家贫困县，或者媒体报道出身于贫困家庭则取 １，否则取 ０

Ｄｕｍｅｄｕ 后天教育经历，若 ＣＥＯ 受过高等教育即大学本科学历及以上则取 １，否则取 ０

Ｐｏｌｉｔｉｃ
后天政府支持，以 ＣＥＯ 所在企业是否有政治关联衡量，当企业 ＣＥＯ、终极控制人以及董事会

各位董事曾任或现任政府公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时取 １，否则取 ０

Ｏｖｅｒｓｅａ
后天海外经历，以 ＣＥＯ 是否有海外任职、求学或长期生活的经历衡量，当 ＣＥＯ 曾在海外工作

或求学，或者拥有境外居留权抑或外国国籍时取 １，否则取 ０

控制

变量

Ｔｅｎｕｅｒ ＣＥＯ 任期

Ａｇｅ ＣＥＯ 年龄

Ａｓｓｅｔｓ 企业规模，等于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Ｌｅｖ 财务杠杆，等于有息负债 ／ 总资产

Ｒｏａ 盈利能力，等于营业利润 ／ 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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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美国为例，获得美国永久境外居留权的人需要每年在美国居住至少半年才能维持绿卡，而要加入美国国籍则要获得永

久居留权并在美国连续居住满 ５ 年，且每年在美国居住至少半年。



续表 １
变量 变量含义与度量方法

控制

变量

Ｈｏｌｄｒａｔｅ 股权激励强度，等于企业高管持股比例

Ｏｐｔｉｏｎ 是否股权激励，若企业当年实施股权激励则取 １，否则取 ０
Ｔｏｐ１ 股权集中度，等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Ｉｎｄｂｏａｒｄ 董事会独立性，等于独立董事人数 ／ 董事总人数

Ｂｏａｒｄ 董事会规模，等于董事总人数

Ｔａｘ 企业所得税税率

Ｗｃｆｏ 企业自由现金流

Ｐｐｅ 固定资产净值 ／ 总资产

ＹＥＡＲ 年度虚拟变量

ＩＮＤ 行业虚拟变量

ＰＲＯ 省份虚拟变量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３． 实证模型

本文通过构建模型（１）用于检验“ＣＥＯ 贫困出身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构建模型（２）用于检验“后
天教育如何影响 ＣＥＯ 贫困出身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构建模型（３）用于检验“后天政府支持如何影

响 ＣＥＯ 贫困出身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构建模型（４）用于检验“后天海外经历如何影响 ＣＥＯ 贫困出

身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 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ｔ －１是基于现有文献设定的控制变量，如表 １ 所示。
ＲＤｅｘｐｉ，ｔ ＝ α０ ＋ α１Ｄｕｍｐｏｏｒｉ，ｔ －１ ＋ α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ｔ －１ ＋ ｅ （１）

ＲＤｅｘｐｉ，ｔ ＝ α０ ＋ α１Ｄｕｍｐｏｏｒｉ，ｔ －１ ＋ α２Ｄｕｍｅｄｕｉ，ｔ －１ ＋ α３Ｄｕｍｐｏｏｒｉ，ｔ －１ × Ｄｕｍｅｄｕｉ，ｔ －１

＋ α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ｔ －１ ＋ ｅ （２）
ＲＤｅｘｐｉ，ｔ ＝ α０ ＋ α１Ｄｕｍｐｏｏｒｉ，ｔ －１ ＋ α２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ｔ －１ ＋ α３Ｄｕｍｐｏｏｒｉ，ｔ －１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ｔ －１

＋ α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ｔ －１ ＋ ｅ （３）
ＲＤｅｘｐｉ，ｔ ＝ α０ ＋ α１Ｄｕｍｐｏｏｒｉ，ｔ －１ ＋ α２Ｏｖｅｒｓｅａｉ，ｔ －１ ＋ α３Ｄｕｍｐｏｏｒｉ，ｔ －１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ｉ，ｔ －１

＋ α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ｔ －１ ＋ ｅ （４）

四、 实证结果

１． 主要变量相关系数分析和描述性统计

表 ２ 列示了主要变量的全样本相关性系数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可以看出，ＣＥＯ 贫困出身

（Ｄｕｍｐｏｏｒ）与研发投入（ＲＤｅｘｐ）之间的关系不明显，原因可能在于 Ｄｕｍｐｏｏｒ 对 ＲＤｅｘｐ 的影响受到其

他共同因素的影响，并且这些共同因素在不同区间使得 Ｄｕｍｐｏｏｒ 与 ＲＤｅｘｐ 的关系截然相反，进而导

致在整体上 Ｄｕｍｐｏｏｒ 对 ＲＤｅｘｐ 作用不明显。 ＣＥＯ 后天教育经历（Ｄｕｍｅｄｕ）与 ＲＤｅｘｐ 之间的关系显

著为正，说明受过高等教育的 ＣＥＯ 所在企业的研发投入更多；ＣＥＯ 后天政府支持（Ｐｏｌｉｔｉｃ）与 ＲＤｅｘｐ
显著正相关，说明政府支持企业的研发投入更多；ＣＥＯ 后天海外经历（Ｏｖｅｒｓｅａ）与 ＲＤｅｘｐ 之间无明

显相关性，但与企业海外销售（ＳｅａＳａｌｅ）明显正相关，暗示着中国 ＣＥＯ 海外经历的价值主要在于企

业海外业务的拓展，而非企业创新。 总之，表 ２ 的相关性分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初步验证了 ＣＥＯ
先天贫困出身、后天经历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但各变量之间关系的强度和方向，以及 ＣＥＯ 后天经历

会如何影响先天贫困出身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还需利用一系列多元回归分析进一步检验。
２． 多元回归分析

（１）ＣＥＯ 贫困出身与企业创新。 表 ３ 列示了贫困出身 ＣＥＯ 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回归结果。 全

样本回归中，回归（１）未控制任何因素，回归（２）控制了年度、行业、省份的固定效应，回归（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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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年度、行业、省份的固定效应与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对 ＰＳＭ 样本回归中的回归（４） ～ 回归（６）做
了同样处理。 由表 ３ 可以看出，无论是全样本回归还是 ＰＳＭ 样本回归，所得结果均一致，即 ＣＥＯ
贫困出身（Ｄｕｍｐｏｏｒｔ － １）变量不显著异于 ０。 假设 Ｈ１ａ和假设 Ｈ１ｂ没有得到支持。 这一结果存在两种

可能：一种可能是 ＣＥＯ 的贫困出身确实不影响企业创新；另一种可能是 ＣＥＯ 贫困出身对企业创新

的影响在不同情况下完全相反，所有企业混合在一起回归导致正反两种作用相互抵消，从而呈现出

ＣＥＯ 贫困出身对企业创新影响不明显的结果。 接下来，本文进一步探索究竟是哪一种原因导致

ＣＥＯ 贫困出身对企业创新的作用不明显。 基于上文理论分析可知，ＣＥＯ 后天的教育、社会关系和

人生际遇会影响其人格特征，所以本文从 ＣＥＯ 的教育经历、政府支持、海外经历三个视角，进一步

探索 ＣＥＯ 贫困出身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表 ２ 主要变量相关系数分析和描述性统计①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１． ＲＤｅｘｐｔ １ ０００

２． Ｄｕｍｐｏｏｒｔ － １ ０ ０１７ １ ０００
３． Ｄｕｍｅｄｕｔ － １ ０ １０２∗∗∗ ０ ００４ １ ０００
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ｔ － １ ０ ０４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７９∗∗∗ １ ０００
５． Ｏｖｅｒｓｅａｔ － １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７０∗∗∗ － ０ ０３４∗∗ １ ０００
６． ＳｅａＳａｌｅｔ ０ ０３４∗∗ －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７４∗∗∗ １ ０００

均值 ０ ０２７ ０ ０３６ ０ ６９２ ０ ３５０ ０ １２６ ０ １０１
标准差 ０ ０３２ ０ １８５ ０ ４６２ ０ ４７７ ０ ３３２ ０ １６７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Ｎ ＝ ４６９６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 ３ ＣＥＯ 贫困出身与企业创新

变量

全样本回归 ＰＳＭ 样本回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ＲＤｅｘｐｔ ＲＤｅｘｐｔ ＲＤｅｘｐｔ ＲＤｅｘｐｔ ＲＤｅｘｐｔ ＲＤｅｘｐ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０２６９∗∗∗

（３６ ３２）
－ ０ ０１６１∗∗∗

（ － ２ ９４）
０ ０８０４∗∗∗

（３ ９７）
０ ０２４０∗∗∗

（１２ ４２）
０ ０２９３∗∗∗

（２ ９６）
０ ０７３５
（１ ３５）

Ｄｕｍｐｏｏｒｔ － １
０ ００２８
（０ ５４）

０ ００４５
（１ １５）

０ ００４０
（１ ０４）

０ ００５０
（１ ０１）

０ ００４３
（１ ２８）

０ ００３５
（１ ０８）

其他控制变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ＡＲ ＆ ＩＮＤ ＆ ＰＲ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调整 Ｒ２ ０ ０００ ０ １５７ ０ ２０１ ０ ００６ ０ ３６１ ０ ４５１
观测值 ４６９６ ４６９６ ４６９６ ３１８ ３１８ ３１８

　 　 注：括号内为 ｔ 值；∗、∗∗ 和∗∗∗ 分别表示 １０％ 、５％ 和 １％ 的显著性水平；标准误经异方差（Ｈｅｔｅｒｏｓｋｅｄ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和企业聚类

（Ｃｌｕｓｔｅｒ）调整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ＣＥＯ 的后天教育经历、贫困出身与企业创新。 表 ４ 列示了 ＣＥＯ 后天受教育程度如何影响

ＣＥＯ 贫困出身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全样本回归中，表 ４ 的回归（１）和回归（２）将样本分成高等

教育组（Ｄｕｍｅｄｕｔ － １ ＝ １）和非高等教育组（Ｄｕｍｅｄｕｔ － １ ＝ ０），结果表明，在回归（１）中，Ｄｕｍｐｏｏｒｔ － １系数

显著为正，而在回归（２）中 Ｄｕｍｐｏｏｒｔ － １系数显著为负。 而且，本文在回归（３）加入 ＣＥＯ 贫困出身与

高等教育的交互项（Ｄｕｍｐｏｏｒｔ － １ × Ｄｕｍｅｄｕｔ － １），发现 Ｄｕｍｐｏｏｒｔ － １的系数是 － ０ ００６９，依然 ５％的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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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篇幅限制，控制变量的结果未列示，备索，下同。



性水平为负，而 Ｄｕｍｐｏｏｒｔ － １ × Ｄｕｍｅｄｕｔ － １系数是 ０ ０１５４，５％的显著性水平为正。 表 ４ 中 ＰＳＭ 样本回

归的结论与全样本回归结论保持一致。 研究证实了，ＣＥＯ 贫困出身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会因受教育

程度的差异影响而产生较大不同。 具体而言，贫困出身 ＣＥＯ 如果后天未接受良好的教育，会明显

地抑制企业创新，表现出“人穷志短”；但若其后天有机会接触到良好的教育，则会明显地促进企业

创新，表现出“穷则思变”。 这也表明，高等教育通过强化人力资本价值，培养了贫困出身 ＣＥＯ 的

个人志向和较高风险容忍度，这不但能消除贫困出身对 ＣＥＯ 创新决策的负面影响，甚至能将这种

负面影响扭转成正面的促进作用。 可见，表 ４ 的结果总体上支持了假设 Ｈ２。
表 ４ ＣＥＯ 贫困出身与企业创新：基于后天教育的视角

变量

全样本回归 ＰＳＭ 样本回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高等教育组 非高等教育组 全体样本 高等教育组 非高等教育组 全体样本

ＲＤｅｘｐｔ ＲＤｅｘｐｔ ＲＤｅｘｐｔ ＲＤｅｘｐｔ ＲＤｅｘｐｔ ＲＤｅｘｐ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０７４３∗∗∗

（２ ８９）
０ １２５５∗∗∗

（５ １２）
０ ０９１４∗∗∗

（３ ７６）
０ ０２４０
（０ ５１）

０ ２６８３∗∗∗

（２ ９４）
０ ０９８２∗∗

（１ ９８）

Ｄｕｍｐｏｏｒｔ － １
０ ００８６∗

（１ ６９）
－ ０ ００７８∗∗

（ － ２ ４５）
－ ０ ００６９∗∗

（ － ２ ４０）
０ ０１１９∗∗∗

（３ １０）
－ ０ ０２６２∗∗∗

（ － ２ ９０）
－ ０ ０２０６∗∗∗

（ － ３ ４０）

Ｄｕｍｅｄｕｔ － １
０ ００１９
（１ ４８）

０ ０１９０∗∗∗

（３ ７８）
Ｄｕｍｐｏｏｒｔ － １ ×

Ｄｕｍｅｄｕｔ － １

０ ０１５４∗∗

（２ ５３）
０ ０３２２∗∗∗

（４ ０７）
其他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 ＩＮＤ ＆ ＰＲ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调整 Ｒ２ ０ １７５ ０ ２８７ ０ ２０３ ０ ５５６ ０ ４５５ ０ ５０５

观测值 ３２５２ １４４４ ４６９６ ２３３ ８５ ３１８

　 　 注：括号内为 ｔ 值；∗、∗∗ 和∗∗∗ 分别表示 １０％ 、５％ 和 １％ 的显著性水平；标准误经异方差（Ｈｅｔｅｒｏｓｋｅｄ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和企业聚类

（Ｃｌｕｓｔｅｒ）调整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３）后天政府支持、ＣＥＯ 贫困出身与企业创新。 表 ５ 列示了后天政府支持如何影响 ＣＥＯ 贫困

出身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全样本回归中，回归（１）和回归（２）将样本企业分成政府支持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ｔ － １ ＝ １）和无政府支持组（Ｐｏｌｉｔｉｃｔ － １ ＝ ０）分别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表明，在回归（１）中，ＣＥＯ
贫困出身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而回归（２）中 ＣＥＯ 贫困出身变量系数不再显著。 此外，回归（３）加入

政府支持与 ＣＥＯ 贫困出身的交互项（Ｄｕｍｐｏｏｒｔ － １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ｔ － １）进行回归，发现 Ｄｕｍｐｏｏｒｔ － １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ｔ － １

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 ５ 中 ＰＳＭ 样本回归的结论与全样本回归结论保持一致。 这说明，若贫困出身

ＣＥＯ 后天有机会与政府建立联系，则会明显地促进企业创新，支持了假设 Ｈ３。
（４）ＣＥＯ 海外经历、贫困出身与企业创新。 表 ６ 列示了 ＣＥＯ 后天的海外经历如何影响 ＣＥＯ 贫

困出身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全样本回归中，回归（１）和回归（２）依据 ＣＥＯ 是否曾在海外任职、
求学或长期生活，将样本分成海外经历组（Ｏｖｅｒｓｅａｔ － １ ＝ １）和无海外经历组（Ｏｖｅｒｓｅａｔ － １ ＝ ０），结果表

明，在回归（１）中，ＣＥＯ 贫困出身变量系数显著为负，在回归（２）中 ＣＥＯ 贫困出身变量系数不再显

著；而且，回归 （３） 中加入 ＣＥＯ 贫困出身与海外经历的交互项 （Ｄｕｍｐｏｏｒｔ － １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ｔ － １ ） 后，
Ｄｕｍｐｏｏｒｔ － １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ｔ － １系数显著为负。 ＰＳＭ 样本回归中的结论与全样本回归保持一致。 表 ６ 的结

果说明，后天海外经历会使贫困出身 ＣＥＯ 缩减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投入，与假设 Ｈ４ｂ 的理论预期

一致。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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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ＣＥＯ 贫困出身与企业创新：基于政府支持的视角

变量

全样本回归 ＰＳＭ 样本回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政府支持组 无政府支持组 全体样本 政府支持组 无政府支持组 全体样本

ＲＤｅｘｐｔ ＲＤｅｘｐｔ ＲＤｅｘｐｔ ＲＤｅｘｐｔ ＲＤｅｘｐｔ ＲＤｅｘｐ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１３６８∗∗∗

（３ ６９）
０ ０９７２∗∗∗

（３ ６５）
０ ０８２１∗∗∗

（４ ００）
０ １７０７∗

（１ ７１）
－ ０ ０９６３∗

（ － １ ７３）
０ ０２８５
（０ ５４）

Ｄｕｍｐｏｏｒｔ － １
０ ００９５∗

（１ ８０）
－ ０ ０００２
（ － ０ ０５）

－ ０ ００１１
（ － ０ ３６）

０ ００９０∗

（１ ８６）
－ ０ ００２８
（ － ０ ８４）

－ ０ ００２７
（ － ０ ７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ｔ － １
０ ０００８
（０ ７６）

０ ０００４
（０ １２）

Ｄｕｍｐｏｏｒｔ － １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ｔ － １

０ ０１２９∗

（１ ９０）
０ ０１５６∗∗

（２ ４７）
其他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 ＩＮＤ ＆ ＰＲ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调整 Ｒ２ ０ ３４９ ０ １７５ ０ ２０２ ０ ７８１ ０ ３９７ ０ ４８６
观测值 １６４４ ３０５２ ４６９６ １２９ １８９ ３１８

　 　 注：括号内为 ｔ 值；∗、∗∗ 和∗∗∗ 分别表示 １０％ 、５％ 和 １％ 的显著性水平；标准误经异方差（Ｈｅｔｅｒｏｓｋｅｄ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和企业聚类

（Ｃｌｕｓｔｅｒ）调整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 ６ ＣＥＯ 贫困出身与企业创新：基于海外经历的视角

变量

全样本回归 ＰＳＭ 样本回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海外经历组 无海外经历组 全体样本 海外经历组 无海外经历组 全体样本

ＲＤｅｘｐｔ ＲＤｅｘｐｔ ＲＤｅｘｐｔ ＲＤｅｘｐｔ ＲＤｅｘｐｔ ＲＤｅｘｐ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０６３６
（１ ２１）

０ ０８５１∗∗∗

（４ ０７）
０ ０８０９∗∗∗

（４ ０２）
－ ０ ４０２１∗

（ － １ ９０）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３）

０ ０４７２
（０ ９３）

Ｄｕｍｐｏｏｒｔ － １
－ ０ ０１５７∗∗

（ － ２ ４８）
０ ００６０
（１ ４０）

０ ００６１
（１ ４２）

－ ０ ０１１１∗

（ － １ ９１）
０ ００４７
（１ ３７）

０ ００５２
（１ ４８）

Ｏｖｅｒｓｅａｔ － １
－ ０ ００１４
（ － ０ ８０）

－ ０ ００４９
（ － １ ０２）

Ｄｕｍｐｏｏｒｔ － １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ｔ － １

－ ０ ０１７５∗∗∗

（ － ２ ７６）
－ ０ ０１６４∗

（ － １ ９２）
其他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 ＩＮＤ ＆ ＰＲ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调整 Ｒ２ ０ ２８３ ０ １９２ ０ ２０２ ０ ９２９ ０ ５１２ ０ ４７６
观测值 ５９２ ４１０４ ４６９６ ４５ ２７３ ３１８

　 　 注：括号内为 ｔ 值；∗、∗∗ 和∗∗∗ 分别表示 １０％ 、５％ 和 １％ 的显著性水平；标准误经异方差（Ｈｅｔｅｒｏｓｋｅｄ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和企业聚类

（Ｃｌｕｓｔｅｒ）调整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在假设 Ｈ４ｂ中，本文假定海外经历导致贫困出身 ＣＥＯ 缩减对企业研发创新投入的主要原因是

中国 ＣＥＯ 海外经历的价值在于拓展海外市场，因而将有限的资源更多地投放到海外市场扩张战略

中，分散了创新资源。 为验证上述假定，本文进一步考察了 ＣＥＯ 的海外经历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和

海外销售。 表 ７ 列示了 ＣＥＯ 的海外经历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强度（ＲＤｅｘｐｔ）、自主创新产出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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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ｅｎｔｔ）和海外销售（ＳｅａＳａｌｅｔ）的回归结果。 回归（１）和回归（２）的结果表明，无论是基于创新投

入还是创新产出视角，ＣＥＯ 海外经历均未显著影响企业创新，而在回归（３）中，ＣＥＯ 海外经历却明

显促进了企业海外销售。 ＰＳＭ 样本回归①中的结论与全样本回归保持一致，更加证实了在企业资

源配置方面，中国 ＣＥＯ 的海外经历往往是为拓展海外市场服务，而非为了通过丰富人力资本来促

进企业创新。 因此，表 ６ 和表 ７ 的结果总体上支持了假设 Ｈ４ｂ。
表 ７ ＣＥＯ 海外经历、企业海外销售与企业创新

变量

全样本回归 ＰＳＭ 样本回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ＲＤｅｘｐｔ Ｐａｔｅｎｔｔ ＳｅａＳａｌｅｔ ＲＤｅｘｐｔ Ｐａｔｅｎｔｔ ＳｅａＳａｌｅ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０８０９∗∗∗

（３ ９４）
－ ９ １１０７∗∗∗

（ － ５ １２）
－ ０ ０２６１
（ － ０ １８）

０ ０６８３∗∗

（２ ０９）
－ １３ ９０７６∗∗∗

（ － ５ ９６）
０ ３２７３
（１ １２）

Ｏｖｅｒｓｅａｔ － １
－ ０ ００２０
（ － １ １３）

０ １２０２
（１ ４３）

０ ０４１２∗∗

（２ ５３）
－ ０ ００３１
（ － １ ５６）

０ ０７７９
（０ ８０）

０ ０４２１∗∗

（２ ４９）
其他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 ＩＮＤ ＆ ＰＲ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调整 Ｒ２ ０ ２０１ ０ ２９１ ０ １５２ ０ ２５６ ０ ３４０ ０ １２９
观测值 ４６９６ ３７６５ ４６９６ １１８４ ９５０ １１８４

　 　 注：括号内为 ｔ 值；∗、∗∗ 和∗∗∗ 分别表示 １０％ 、５％ 和 １％ 的显著性水平；标准误经异方差（Ｈｅｔｅｒｏｓｋｅｄ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和企业聚类

（Ｃｌｕｓｔｅｒ）调整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３． 稳健性检验

为使研究结果更为可靠，本文还采用了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来解决实证结果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

问题，并且通过对比分析极穷出身和极富出身 ＣＥＯ 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一步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

性。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列示，备索。
（１）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分析。 具体步骤如下：第一阶段（Ｓｔｅｐ１），由于中国高速铁路的开通有助

于加快区域间人力资本要素流动（卞元超等，２０１８［７２］；邓涛涛和王丹丹，２０１８［７３］ ），加剧当地人才之

间的竞争，从而影响企业选聘 ＣＥＯ，因此，在许年行和李哲（２０１６） ［２４］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上一

期的同行业中其他企业贫困出身 ＣＥＯ 的占比 （ Ｒａｔｅｐｏｏｒｔ － １ ）、 企业办公地是否开通高铁

（Ｄｕｍｈｉｇｈｒａｉｌｔ － １）两个变量作为识别变量进行 Ｐｒｏｂｉｔ 估计，并计算逆米尔斯比率（ Ｉｍｒ）；第二阶段

（Ｓｔｅｐ２），将 Ｉｍｒ 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原回归模型以校正偏误。 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内生性的影响

之后，本文的结论依旧保持一致。
（２）ＣＥＯ 出身环境的贫富差异与企业创新。 根据主回归实证结果可知，ＣＥＯ 贫困出身对企业

创新的影响在不同后天人生际遇下呈现显著差异。 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贫困出身和富裕出身

的 ＣＥＯ 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否仍存在差异？ 为此，本文重新定义 ＣＥＯ 贫困出身变量，若 ＣＥＯ 出身

国家贫困县或自述贫困出身，则 Ｄｕｍｐｏｏｒ２ 取 １，若 ＣＥＯ 出生于富裕地区或自述家境优越，则
Ｄｕｍｐｏｏｒ２ 取 ０。 具体地，本文将 １９９０ 年② ＧＤＰ 全国排名前 ５ 的城市判定为富裕地区，其中 ＧＤＰ 数

据来源于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 回归结果显示，在改变核心变量衡量方式后，所得结论与前文基本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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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表 ７ 的 ＰＳＭ 方法是以 ＣＥＯ 是否有海外经历为标准，将总体样本分为处理组和备选控制组，进行一对一最邻近匹配，匹配

结果通过了平衡性检验。
１９９０ 年为当前能获取的年份最早的城市 ＧＤＰ 排名。



４． 进一步检验

为避免单一创新视角分析的局限性，本文进一步从创新产出维度，采用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的自

然对数（Ｐａｔｅｎｔ）重新衡量企业创新。 表 ８ 中，回归（１）基于整体视角，考察了贫困出身 ＣＥＯ 如何影

响企业创新成果，回归（２） ～回归（４）则分别从后天教育经历、政府支持和海外经历出发，考察这些

后天经历如何影响贫困出身 ＣＥＯ 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在回归 （１） 中，
Ｄｕｍｐｏｏｒｔ － １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贫困出身使 ＣＥＯ 明显地抑制了企业的发明型创新产出，减弱了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回归（２）中的 Ｄｕｍｐｏｏｒｔ － １ × Ｄｕｍｅｄｕｔ － １系数显著为正，证实了贫困出身的 ＣＥＯ
若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则会更加明显地促进企业创新产出。 回归（３）中 Ｄｕｍｐｏｏｒｔ － １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ｔ － １系

数为正，回归（４）中 Ｄｕｍｐｏｏｒｔ － １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ｔ － １系数为负。 表 ８ 的回归结果表明，本文的研究无论是从

创新投入维度还是创新产出维度，所得结论均基本保持一致。
表 ８ ＣＥＯ 贫困出身与企业创新：基于创新产出的视角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Ｐａｔｅｎｔｔ Ｐａｔｅｎｔｔ Ｐａｔｅｎｔｔ Ｐａｔｅｎｔ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 ８ ９２８８∗∗∗

（ － ５ ３７）
－ ８ ９０９０∗∗∗

（ － ５ ４３）
－ ８ ９２９４∗∗∗

（ － ５ ３８）
－ ８ ９５９２∗∗∗

（ － ５ ４０）

Ｄｕｍｐｏｏｒｔ － １
－ ０ ４３２９∗

（ － １ ８０）
－ ０ ２１９４
（ － ０ ６４）

－ ０ ５１４８∗

（ － １ ６６）
０ ４２５７
（１ ６２）

Ｄｕｍｅｄｕｔ － １
０ ０１８７
（０ ２９）

Ｄｕｍｐｏｏｒｔ － １ × Ｄｕｍｅｄｕｔ － １
０ ８８７７∗∗

（２ ０８）

Ｐｏｌｉｔｉｃｔ － １
０ ０１３２
（０ ２１）

Ｄｕｍｐｏｏｒｔ － １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ｔ － １
０ ２２３３
（０ ７４）

Ｏｖｅｒｓｅａｔ － １
０ １１９２
（１ ４４）

Ｄｕｍｐｏｏｒｔ － １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ｔ － １
－ ０ ０７０２
（ － ０ １２）

其他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 ＩＮＤ ＆ ＰＲ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调整 Ｒ２ ０ ２９４ ０ ２９７ ０ ２９４ ０ ２９４
观测值 ３７６５ ３７６５ ３７６５ ３７６５

　 　 注：括号内为 ｔ 值；∗、∗∗ 和∗∗∗ 分别表示 １０％ 、５％ 和 １％ 的显著性水平；标准误经异方差（Ｈｅｔｅｒｏｓｋｅｄ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和企业聚类

（Ｃｌｕｓｔｅｒ）调整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五、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我国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民营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 ＣＥＯ 贫困出身对企业创新的影

响，并进一步基于后天教育经历、政府支持和海外经历三个视角，深入考察了后天努力和人生际遇

会如何改变先天贫困出身对 ＣＥＯ 创新决策的作用。 研究发现：（１）由于贫困出身 ＣＥＯ 对企业创新

存在“人穷志短”和“穷则思变”两种相反的作用，所以从整体上而言，贫困出身 ＣＥＯ 对企业研发投

入没有显著影响。 但按 ＣＥＯ 后天是否受过高等教育进行分组回归后，发现贫困出身 ＣＥＯ 若后天

接受了高等教育会明显地促进企业创新，反之则会明显地抑制企业创新。 这说明，不同的后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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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对 ＣＥＯ 贫困出身在企业创新中的作用明显相反，从而导致在整体上 ＣＥＯ 贫困出身对企业研

发投入没有显著影响。 也说明，良好的后天教育有助于贫困出身 ＣＥＯ 丰富人力资本，培养个人志

向，提高风险容忍度，进而削弱先天贫困出身对 ＣＥＯ 创新决策的负面影响。 （２）若贫困出身 ＣＥＯ
后天有机会获得政府支持，则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 这表明，若贫困出身 ＣＥＯ 后天能与政府建立

联系，获得创新资源支持，应当能够削弱先天贫困出身给 ＣＥＯ 带来的过度放大创新失败风险的心

理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创新风险容忍度，促使其更加大胆地进行研发投入。 （３）后天海外经

历限制了贫困出身 ＣＥＯ 对产品创新的投入。 进一步的辅助实证分析发现，ＣＥＯ 的海外经历与海外

销售显著正相关，但与企业创新无显著的相关性。 这说明，中国 ＣＥＯ 的海外经历的价值在于拓展

海外市场，而非通过丰富人力资本来促进企业创新。 同时也说明，海外经历限制贫困出身 ＣＥＯ 产

品创新的主要原因是后天海外经历会激发贫困出身 ＣＥＯ 的海外扩张动机，促使其将有限的企业资

源集中于拓展海外市场，挤占了对研发创新的投入。 无论是从创新投入还是从创新产出的维度，上
述结论均基本保持一致。 在内生性的处理方面，本文应用倾向性匹配得分（ＰＳＭ）、选择性偏差调

整、以及将样本限定在贫困出身 ＣＥＯ 和富裕出身 ＣＥＯ 的观测值、调整 ＣＥＯ 贫困出身的判断标准等

方法，所得结论依然成立。 本文的研究表明，先天贫困出身并非必然导致 ＣＥＯ 陷入某种既定的思

维模式，后天努力与人生际遇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改变先天贫困出身对 ＣＥＯ 人格特征造成的影响。
换言之，人的性格特征是以先天因素为基础，不断接受后天经历和环境的影响逐渐形成。

研究结论的启示：首先，本文以已进入企业高层的有过贫困经历的 ＣＥＯ 为例，发现出身贫困并

不一定意味着 ＣＥＯ 局限于穷人思维，后天教育与人生际遇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其人格塑造、人力

资本及社会资本的积累，从而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作用。 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削减人们对贫困出身

群体行为认知的固有观念，使人们更加客观地认识教育和人生际遇等后天经历对个体先天性格的

改变。 其次，公司 ＣＥＯ 的选择对公司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社会出身和过去经历是公司选择 ＣＥＯ
过程中的关键考虑要素。 本文不但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管理者人格特征在公司行为中的作用，还
能为公司在选聘 ＣＥＯ 的过程中正确考量其社会出身要素提供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也为公司完善

高级管理人员选聘制度提供了参考借鉴。 最后，本文研究表明，一个人的出身可能无法改变，但这

并不能决定最终的人生高度。 贫困出身的 ＣＥＯ 首先应当正确认识早期生活经历给自身性格特征

带来的影响，然后在职业发展中有针对性地制定规划，通过后天的不断学习深造与完善社交网络等

方式提升自身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弥补出身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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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４ －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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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Ｏｓ Ｂｏｒｎ Ｐｏｏｒ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Ｂｒｅｅｄｓ ｏｒ Ｓｔｕｎｔｓ Ｙｏｕｒ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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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６１１１３０，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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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ｓｏ ａｓ ｔｏ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ｗｈｏ ｗａｓ ｂｏｒｎ ｐｏｏｒ，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ｏｍ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ｈｏｗ ｔｏ ｕ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ｇｒｏｗ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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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 ｄａｔａ，ｗ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ＣＥＯ ｂｏｒｎ ｐｏｏｒ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ｂ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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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ｏｒ” ｉｎ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Ｗｅ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ｐｕｔ ａ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 ｂｙ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ｓ 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ａｔｅｎｔ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ｐｕｔ 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ｓ ｔｈ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ａｋｅ ＣＥＯ ｂｏｒｎ ｐｏｏｒ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Ｎｅｘｔ，ｗ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ａｎｇｌｅ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ｆｉｒｓｔｌｙ，ｆｒｏｍ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ｖｉｅｗ，ＣＥＯｓ ｂｏｒｎ ｉｎ ｐｏｏ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ｆｉ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ＣＥＯｓ ｂｏｒｎ ｉｎ ｐｏｏｒ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ｇｏｏ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ｏｒｅ ｉｎ Ｒ＆Ｄ，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ｔｈｅ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 ｌｅｓｓ ｉｎ Ｒ＆Ｄ．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ｆｉ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ＣＥＯｓ ｂｏｒｎ ｉｎ ｐｏｏｒ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ｏｒｅ ｉｎ Ｒ＆Ｄ，ｔｈａｔ ｉ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ｈｅｌｐｓ ｆｉｒｍｓ ｔｏ ｇａｉｎ ｍｏｒ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Ｔｈｉｒｄｌｙ，ｆｉ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ＣＥＯｓ ｂｏｒｎ ｉｎ ｐｏｏｒ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 ｌｅｓｓ ｉｎ Ｒ＆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ＣＥＯｓ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ｇｏｉｎｇ ａｂｒｏａｄ ｉ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ｉｔ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ｅｎｒｉｃｈ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ｒｏｂｕｓｔ ｔｏ ｎｏ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ｔ ｉｓ Ｒ＆Ｄ ｉｎｐｕｔ，Ｒ＆Ｄ ｏｕｔｐｕｔ ｏ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 ｉｎｄｅｅｄ ａｆｆｅｃｔ ＣＥＯ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ｂｕｔ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ｏｎｅｓ ｈａｒｄ⁃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ｍａ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ｎ ｈ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ｗａｙ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ｔｅｎｄｓ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ｅｉｔｈｅｒ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ｒ ｌａｔ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ｗｅ ｆｉｒｓｔ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ｈｏｗ ＣＥＯｓ ｐｏｏ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ｂｙ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ｓ ｖａ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ｙ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ｕｐ ｔｈｅ ｂｌａｎｋ ｏｆ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ｔｅｎｄｓ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Ｒ＆Ｄ． Ｗ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ＣＥＯｓ ｂｏｒｎ ｉｎ ｐｏｏ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Ｒ＆Ｄ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ｓｔｉｆｌｅｓ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 ｈｅｌｐｓ ｕ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Ｒ＆Ｄ ｍｏｒｅ ｄｅｅｐｌｙ． Ｔｈｉｒｄｌｙ，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ｇｒｏｕｐ，ｔｈｕ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ｃｕ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ｐｅｏｐｌｅ ｌｉｆｔ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ｏｕｔ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ｏｒｎ ｐｏｏｒ；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１４，Ｇ３０，Ｍ１２
ＤＯＩ： １０ １９６１６ ／ ｊ． ｃｎｋｉ． ｂｍｊ ２０１９ １２ ００６

（责任编辑：刘建丽）
４０１

马永强，邱　 煜，金　 智　 ＣＥＯ 贫困出身与企业创新：人穷志短抑或穷则思变？




